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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郑观应对１９世纪德国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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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覃亢节（１９８９－　），湖北宜昌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２０１４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近代思想史。

［摘　要］中德关系史的研究一直以来都是学术界的研究热点，随着近年来学界对“观念史”研究的重视，从思
想史的角度研究“中国人的德国观”成为中德关系史研究领域中的新思路。作为近代中国著名的早期维新知识
分子，郑观应的德国观颇有研究意义。１９世纪７０年代，郑氏对普法战争的认识较为浅显；８０～９０年代，随着其
思想体系的成熟，郑氏对德国的认知达到了较高水准，他全面介绍了德国的方方面面并呼吁中国学习德国；而
到了２０世纪初，虽然郑氏的德国观仍有可取之处，但他对德国君主立宪政体一如既往的热衷却显得与革命的
潮流格格不入。研究郑观应的德国观，可以深化对中德关系史的研究，为当今政府处理国际关系问题提供
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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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德关系史的研究取得了
长足的进步，相关成果可谓汗牛充栋。近年来，
随着西方新文化史观的传播与普及，在中国史学
界，形成了一股研究 “观念史”的热潮。所谓
“观念史”，可纳入 “思想史”研究的范畴，它涵
盖了精英知识分子、一般知识分子或普通民众的
思想观念，通俗地讲，就是对人的思想、意识与
观念的研究，即以 “意识”层面作为研究主体。
基于这种全新的研究思路，学界对中德关系史的
研究也找到了新的视角，学界开始打破政治史、
外交史的束缚，转而以思想史的角度切入，即研
究 “中国人的德国观”。
胡凯先生的大作 《中德风云际会》①堪称践行

这种研究思路的力作，该文较为全面地阐述了１９
世纪的中国人对德国的认知。作者认为中国官方
对德国形象的认知相对于一般民众的对德认知更

具有代表性，故而选择将中国官方对德国在华形
象的认知作为研究的重点。②笔者以为，这样的观
点是完全正确的，但有一些未当权的知识分子，
他们有文化，有先进的思想并且为国家的复兴而
鞠躬尽瘁，这些人有着什么样的德国观呢？郑观
应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早期维新知识分子，他
一直关注着德国，并全面介绍了德国政治、军事

及社会文化诸方面的内容。学界对郑观应的研究
起步较早，成果颇多，但系统梳理郑观应德国观
的文章，查阅知网，仅有郑宗玉的 《论郑观应的
德国观》③一篇。郑先生从政治、军事及教育三方
面论及郑观应的德国观，笔者以为，在此基础上，
仍有提升空间。因为郑观应的德国观是一个动态
发展的过程，在不同时段，其德国观的内容及时
代意义均不相同，如果以时间为轴梳理郑观应对
德国的认知，或能得出新的结论。在胡凯先生的
大作中，也并未涉及郑观应的德国观。基于这样
的情况，笔者试图对郑观应的德国观做一番梳理，
冀有拾遗补阙之效。

一、郑观应眼中的普法战争

普法战争是欧洲历史上的大事，从严格意义
上说，正是基于这次战争，才有了统一的 “德
国”。对于这次战争，少数先进的中国人给予了及
时而全面的关注，其中最为典型者便是与郑观应
同为早期维新知识分子的王韬。１８７０年，王韬访
欧归来，身在香港的他，对普法战争给予了极大
关注。王韬 “午夜一灯，迅笔暝写”，初在香港
《华字日报》上连载，后又在此基础上汇集补充成
１４卷本的 《普法战纪》。④然而与王韬迥异，在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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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战争爆发之后的近十年中，郑观应对普法战争
的认识非常浅薄，或者说，他对普法战争的关注
度很低。
郑观应的 《易言》出版于１８８０年，该书集中

反映了郑氏１９世纪８０年代之前的思想。在 《易
言》中郑氏认为：“尝闻德法构兵时，德所以胜法
者，非德兵果精于法兵，亦籍电信与火车之行军
迅速耳。当两国未战之先，德提督向法使言曰：
‘如果欲战，我国可于十四日中，在边境集军十
万，良械具备’。后果践其言，大获全胜。”⑤ “昔
年普法构兵，普人于行军之处俱设电线，而法人
所设之电线亦为普人所毁。是以法败而普胜
也。”⑥从这里可以看出，郑氏对普法战争的认识
停留在一个较为浅显的层次。第一，把火车电报
看作是比德兵之精良更重要的因素，有失客观。
笔者不否认火车和电报在普法战争中的作用，但
如果将其作用看得比军事的作用还要高，则是不
合理的，众所周知，普鲁士是一个十分注重军事
的邦国，而在民族主义的感召下，普国之人踊跃
参军，故而德兵士气高涨，十分精良，这是获胜
的决定性因素。第二，如上述史料中所言，德国
可在十四天内集军十万，郑氏把原因归之于火车，
这固然是一大因素，但若没有民族主义精神的感
召，若士兵本身不积极，何以能有十万精兵，又
何以能如此迅速地集结呢？第三，这些文字出自
郑氏论火车、电报的文章中，之所以提及普法战
争，是为了衬托火车与电报这两大主体。而真正
讨论普法战争的文章，我们从 《易言》中未曾见
到。因此，在普法战争爆发后的近十年间，郑观
应未曾去关注这一重大事件，而仅仅是在论述发
展实业的重要性之余，偶然提到过这次战争。
与郑观应相反，王韬对普法战争给予了高度

关注，他的 《普法战纪》一书永载史册，关于王
韬对普法战争的认知，胡凯先生在其大作中已有
详细论述，故无需赘言。笔者要论述的是，同为
早期维新知识分子，同样思想开放的王韬与郑观
应二人对普法战争的认识为何会有如此巨大的反

差呢？或许有人认为这是客观条件所限，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的王韬身在香港，有了解普法战争进展的
客观条件，《普法战纪》是王韬在张芝轩、陈霭廷
等人的帮助下，根据英国邮传电报中对普法战争
的报导，随见随译而写成的。⑦ 而郑观应身在大
陆，没有了解普法战争的客观条件，郑观应所接
触的外国人多在商界，这些人不可能去为郑观应
介绍普法战争的情况，而当时中国内地的各种报
刊，除了 《申报》大量转载王韬的文章外，其他
报刊介绍普法战争的非常少，目前笔者找到的，
仅有 《瀛寰琐记》第一卷有一则名为 《戍法普兵

将撤日期》的报导涉及普法战争，也就是说，郑
观应想要了解普法战争，其消息来源的确是不如
王韬便利。但笔者认为这并不是主要原因，因为
毕竟王韬在香港 《华字日报》上登载的普法战争
的相关信息已经通过 《申报》传到了上海，当时
身在上海的郑观应，为何没有对 《申报》上的相
关消息予以关注呢？这恐怕就不是客观原因所能

解释的了。其实，二人之所以对普法战争认识不
同，乃是基于深刻的主观原因，如果从社会存在
决定社会意识的观点去理解，便不足为奇了。正
是由于二人生活阅历不同，导致在２０世纪７０年
代，即普法战争爆发之后的近十年间，二人的思
想成熟度及关注点不同，故而对于普法战争的关
注程度及认识程度也就不同。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的王韬，已然是一位比较成
熟的维新知识分子，他眼界开阔，举凡世界大事，
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皆在其关注范围内。出生
于１８２８年的王韬，其思想由相对保守到开化，从
旧式文人转变成维新知识分子，大致经历了三个
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佣书墨海书馆的经历，使他
对西方格致之学有了一定了解。第二个阶段是遁
迹香港的经历。正是在这片英国的殖民地中，王
韬深切感到了中国的落后以及学习西方资本主义

之迫切性。第三个阶段是王韬的泰西之游。经过
这次游历，王韬的改良主义思想基本形成了，恰
如忻平先生所言；“如果说 ‘未经沧海’的王韬不
过只是一个初具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萌芽的
‘洋务秀才’的话，那么 ‘沧海归来’的王韬已变
成了忧国忧时的魏默深，改良主义思想已渐见形
成了。”⑧综上所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的王韬，其思
想已经相当成熟了，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等
重大事件无不在其关注范围之内，此时的王韬，
能够及时关注并对普法战争这一欧洲历史上的重

大事件做出准确的评价分析，是在情理之中的。
而初出茅庐的郑观应，并未形成成熟的维新思想
体系，而仅仅是以实业作为考量问题的准绳，因
此，对于一场与实业无甚关联的普法战争，没有
能够引起他及时而高度的关注，就不足为奇了。
１８４２年，郑观应出身于被称之为 “买办故乡”的
广东省香山县，香山居民同外国资本主义打交道
者较多，郑观应的家族中就有不少人充当买办。
郑观应在科举考试中名落孙山，而学贾却是现成
的出路，因此，从少年时代开始，郑观应便与经
商结下了不解之缘，而且终其一生，郑观应或充
当买办，或经营民族企业，一直活跃在工商业的
战线上。可以如是说，无论郑观应提出过何种先
进的思想，首先他是一名商人，他在思考问题的
时候，会自觉不自觉地把工商业的发展作为一个

·８９１·



至关重要的准绳。尤其是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之前，
郑观应的思想尚未完全成熟，尚未把改良政治制
度同发展实业有机联系在一起，尚未形成其早期
维新思想的时候，⑨这种以工商业的发展为准绳的
思考问题的方式甚至可能演变成一种看待问题的

局限性。因为思想成熟之后的郑观应，虽然其思
想的核心在于发展实业，但同时也会兼顾其他，
因为他明白政治和经济是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
但当他尚未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便可能会因为
重视实业而忽略了政治，甚至把本与实业关系不
大的问题也归之于实业方面的问题。如对普法战
争的认识即是一例，工商业的发达，固然是普鲁
士战胜法国的原因之一，但不是唯一的原因，甚
至不是主要的原因，并不是如郑观应所言，“非德
兵果精于法兵”，恰恰相反，德军的精良相对于工
商业的发达，可能是更加重要、更加直接的原因。
综上所述，正是由于人生经历的不同，导致

郑观应与王韬在１９世纪７０年代的思想成熟度与
核心关注点不同，进而使得他们对普法战争的理
解囧异，一个成为了近代中国译介普法战争的第
一人，而另一个对普法战争的认识却从属于发展
实业的主导思想之下。

二、全面师法德国———郑观应对德认知的升华

大凡中外历史上的伟大思想家，他们的思想
皆非一蹴而就，而是随着世事的变迁，随着他们
人生阅历的不断丰富而逐渐形成的，这一点已然
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郑观应也不例外，
从 《易言》与 《盛世危言》的对比来看，郑氏的
思想在１９世纪８０年代是有一次质变的。
从 《易言》来看，１９世纪６０、７０年代的郑

观应尚未形成成熟的维新思想体系。综观 《易
言》，其绝大部分内容都是与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
相关的，虽然郑氏也朦胧地认识到了改良政治的
必要性，但他仍旧是以中国古代的 “三代之制”
为蓝本。他在 《论议政》一文中，开宗明义地指
出了 “三代之制”的优良之处： “窃考三代之制：
列国如有政事，则君卿大夫相议于殿廷，士民搢
绅相议于学校。故孟子有左右诸大夫之言未可尽
信，必察国人皆言，而后黜陟乃定。汉朝饬博士
议复，尚存遗意”。在此之后才提到了泰西的议
院，“泰西列国则不然，其都城设有上、下议院。
上院以国之宗室勋戚及各大员当之，以其近于君
也。下院以绅耆士商、才优望重者充之，以其迩
于民也。凡有国事，先令下院议定，详达之上院。
上院议定，奏闻国主。若两院意议符合，则国主
决其从违。倘彼此参差，则或令停止不议，或覆
议而后定。故泰西政事举国咸知，所以通上下之

情，期措施之善也”。最后落到实处，认为当下的
中国应当 “上效三代之遗风，下访泰西之良法，
体察民情，博采众议，务使上下无轩格之虞，臣
民泯异同之见，则长治久安之道，固有可豫期
矣”。⑩由此可见，此时的郑观应，对于学习西方
的政治制度，还只是停留在一个非常浅显的层次，
他认为中国古代的政制才是最优良的制度，而泰
西的政制仅仅是 “颇与三代法度相符”。基于这样
的认识，就注定了这个时期的郑观应还不能真正
体会到西方政制的优良之处，更不可能认识到政
治与经济之间的密切联系，只有政治稳固，他本
人所从事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才有真正实现振兴之

可能。这一点在其 《论公法》一文中得到了印证，
郑观应认为 “各国之籍以互相维系，安于辑睦者，
惟奉万国公法一书耳。其所谓公者，非一国所得
而私；法者，各国胥受其范。然明许默许，性法
例法，以理义为准绳，以战利为纲领，皆不越天
理人情之外。故公法一出，各国皆不敢肆行，实
于世道民生，大有裨益”。瑏瑡也就是说，郑观应认
为只要有公法约束，各国就不敢肆意妄为，而实
际上，他没有意识到，只有改良政制，只有中国
富强了，才能在商业竞争中拥有一席之地，否则，
所谓的公法无非是一纸空文而已。
然而，恰如夏东元教授所指出的，１８８４年是

一个分水岭，在此之后，郑观应开始把民主制度
与科学技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加以论述。瑏瑢在 《南
游日记》中，他开始摒弃以 “三代之制”为准绳
看待问题的老方法，开始以实事求是的眼光看待
西方政制。 “余平日历查西人立国之本，体用兼
备。育才于书院，论证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
同心，此其体；练兵、制器械、铁路、电线等事，
此其用。中国遗其体效其用，所以事多轩格，难
臻富强”。瑏瑣 综观 《盛世危言》，较之于 《易言》，
的确有十分明显的变化，它不再是通篇论述资本
主义工商业，而是涉及政治、学校、日报及社会
生活等方方面面。这说明，此时的郑观应已经能
够用联系的观点看问题，已经意识到资本主义工
商业的发展是不可以单独存在的，而是与政治及
社会文化等其他方面相辅相成的。在这样的思想
基础上，郑观应对德国的认识也发生了质的飞跃，
他不再是以工商业出发去狭隘地看待德国，而是
用整体的眼光看待这个欧洲后起之秀，他关注德
国的方方面面，并以德为师，要求中国全面学习
德国。郑观应对德国的认知，主要在于以下几个
方面。
一是对普法战争认识的深化。笔者在上文的

论述中，有一个大致的时间界定，即在普法战争
爆发后的近十年间，郑观应对普法战争的认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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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为狭隘的。但在１９世纪８０年代之后，郑氏对
普法战争的认识产生了质的飞跃。郑氏打破了以
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之角度看待普法战争的狭隘

视角，开始全面地分析看待普法战争。在一篇名
为 《自强论》的文章之后，郑观应附录了 《胶报》
上的一篇名为 《普国中兴事略》的文章，虽然是
附录，但郑观应既然将其收入 《盛世危言》之中，
足见郑氏对其中观点是充分认可的。这篇文章指
出了普国战胜法国的两大决定性因素，即 “人心”
和 “立宪”。自普国丧败之后，开始 “破除旧制，
令凡民皆有自主之权。是时世爵大族，咸大不便，
群起阻抗，而普政府毅然行之，遴选议员入议院，
举国之民，皆有议政之权，政府为之主持而已。
于是民心大变，视国事如己事，勃然生忠君爱国
之心。国有大事，皆竭其心力，输其财产以济公
家之急。普国之强，实基于此”。除了改良制度之
外，“自君至民，皆卧薪藏胆，以雪耻为国务。普
皇渐减侍从，节衣食，所食之物与民平等，有卫
文公布衣帛冠之风。卖御厩之马过半，以充公用，
凡宫内金银器物，皆熔以铸钱。皇后亦撤簪珥，
以输国库。大臣百官皆自请减俸，民间踊跃输将，
税增而民不怨。凡民皆务节俭进以其余财供国用。
民间妇女亦典卖衣饰以输纳于国。上下一心，无
贵无贱，皆输财佐国。不及一年，而法人所索之
军饷已如数补偿”。瑏瑤应该说，该文的分析是比较
深刻的，且不论其在文字表述上是否有夸大其词
之处，但其确实指出了普国战胜法国的两大深刻
原因，即上文所述的 “人心”与 “立宪”。正是由
于政制的改良，使得普国资产阶级得以部分参与
国家大事，进而使得普国政治打破了过去死寂沉
沉的局面，焕发出勃勃生机；正是在民族主义情
绪的感召下，使得普国民众一致要求战胜法国侵
略者，统一四分五裂的德意志，从这个角度看，
作者的分析实属不刊之论。除此之外，郑观应还
认识到了教育对普法战争的促进作用。“普国败于
拿破仑第一，举国为其臣妾。其贤相施泰因曰：
‘欲雪此耻辱，非先教育国民发扬其爱国之心不
可。’普王符里持力盛林曰： ‘虽国之面积缩小，
对外之国坠地，然吾等宜养内心之力，务发扬内
心之光辉，今后尽力于国民之教育，是朕所深
望。’其将军毛奇曰： ‘普国制胜邻国之功，宜归
之小学教育。’诚哉此言！普为法败后六十余年，
不独国能自立，且能胜法，实由于教育之路。此
史家之所宜普知也。”瑏瑥在 《间谍》一文中，郑氏
谈到了间谍在普法战争中的作用。“今德国相臣俾
士麦、将军毛奇，如汉之留侯曲逆善于用间谍者
也。毛奇知德、法之将有战局也，即留心法之地
势：凡山川险要、程途远近，逐一绘出，故以兵

入法驾轻就熟，使法不及拒。”瑏瑦从这段论述中可
知，郑氏的核心思想在于突出间谍在战争中的作
用，但同时我们亦不难看出，郑氏对德国指挥官
俾士麦、毛奇等人的作战、筹划能力也深有认知，
其实，这也是普国战胜法国的一个重要因素。凭
心而论，郑观应对于普法战争的认识，还很难与
王韬相提并论，例如王韬在 《普法战纪》中，对
德国士兵的素质、对德法两国武器装备的对比，
都有较为详尽的论述。瑏瑧而即便是数十年之后，在
《盛世危言》中，郑观应也达不到王韬当年的水
平，他虽然多次赞扬德国的武器与军事制度，但
对于军事因素在普法战争中的作用，却并没有加
以分析。当然，郑氏与王氏之间的差距，也是与
二人所处的环境有关，郑观应身在大陆，他所获
得的，只有通过报刊得来的二手资料；反观王韬，
其身在香港且外国友人甚多，这种条件是郑观应
所不能比拟的。但无论如何，随着郑观应维新思
想体系的成熟，他对普法战争的认知程度大大深
化了，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二是对德国政治制度的认知。２０世纪８０、９０

年代，郑观应的维新思想体系日臻成熟之际，德
国的政治制度也纳入了他的视野。郑观应认为德
国属于 “君民共主”的国家，是最值得中国效法
的榜样，他否定了 “议政院宜西不宜中，宜古不
宜今”的说法，认为 “五大洲有君主之国，有民
主之国，有君民共主之国。君主者权偏于上，民
主者权偏于下，君民共主者权得其平”。瑏瑨而德国
在郑观应眼中，正是这种君民共主的国家。“然博
采旁参，美国议院则民权过重，因其本民主也。
法国议院不免叫嚣之风，其人习气使然。斟酌损
益适中经久者，则莫如英、德两国议院之制”。瑏瑩

郑观应分析了德国的情况，认为正是由于德国用
君民共主制取代了旧有的君主专制，才使得其举
国同心，打败了压迫他们的法国，“普鲁士本专以
君权治国者也，乃为君权最重之拿破仑制其死命。
普相赐德英伯爵忧之，以计笼络通国之人，使抗
拿破仑，嘉庆十二年即一千八百七年特设一会，
名曰良民会，未几，通国绅士皆入其会。会中所
订章程，其最善者为允许其民日后可自立报馆，
任意议论政事，国家议院亦由民间公举。因而良
民会之权亦因之以重，至其权力之从何而起，则
终不轻泄于外也。普国既立良民会，嘉庆十八年
西历一千八百十三年日耳曼列邦同具是心，猝然
和而为一，以逐拿破仑”。瑐瑠在赞扬了德国的政体
之后，郑观应进而提出了在中国开设议院的主张：
“中国户口不下四万万，果能设立议院，联络众
情，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合四万万之众如一人，
虽以并吞四海无难也”。瑐瑡由此可见，在郑观应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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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德国所采取的是一种最为优越的君民共主制，
正是由于这种制度取代了旧有的君主专制，才使
得德国摆脱了法国的压迫。应该说，郑观应的这
种看法是较为合理的，德国的资本主义制度，是
建立在资产阶级与封建容克相互妥协的基础之上，
保留了一些封建色彩，而在当时的中国，清王朝
仍旧顽固坚持君主专制，站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
来看，郑观应提出一种德国式的君民共主政体，
并要求中国学习它，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三是对德国军事的关注。基于普法战争的影

响，清朝统治者对德国的军备极为赞许，由此掀
起了一场学习德国军事制度，购买德国武器的热
潮。李鸿章多次购买德国装备以强化清廷的部队，
仅１８８５年至１８９２年间，德国输入中国的军火中
就有克虏伯大炮４３２门，舰用炮２０门，鱼雷炮９
门，鱼雷３０枚，以及弹药等其他大批军备物资。
从１８８０年至１８９９年，中国海军购入德国舰船３６
艘。瑐瑢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留心时事的进步思想
家，郑观应对德国军事的关注自然是必不可少。
郑氏盛赞德国的火器，他认为西洋的火器出色，
而德国的火器则又冠绝西洋。“西人专用火攻，其
器固以钢炮为良，更以德人克鹿卜炮为最。缘钢
产莫佳于德国，而克鹿卜炮之制炼尤精，以故名
噪诸邦，五大洲争相购置”。 “弹子之名，虽有开
花钢弹、开花生铁弹、生铁群子弹、洋铁管散子
弹种种不同，更无有出于德国双层铜箍之右
者”。瑐瑣可见，郑观应对德国的火器是大加赞赏的。
除此之外，郑氏对德国的军事制度也予以了关注。
“德士花之安云：彼国以医士巡行都邑，选精壮少
年入营，操练三年有成，方许授室。以故举国皆
兵，凡遇军务，仓卒应征，莫不有勇知方为国效
力。其枪法、阵法、口号，平时本训练已熟，退
归团练期内，每年仍调操十二次，以免生疏。大、
小将官均由武备学堂挑选，精于布阵、骑击、测
量、绘画，屡考上等者方授以职，武可兼文，文
不能兼武。每岁国君大阅，计陆兵、水师野战各
一次，操时与对敌无异。每营有司粮食者，有司
制造者，有司修理机械、建造炮台者，有司造筑
铁路、桥梁者，有司制备兵食、料理医药、疗治
疾病者。其讲求之不遗余力如此”。瑐瑤 在 《水师》
一文中，郑氏对德国的水军也有所涉猎，“德国水
师俱用克虏伯炮械，虽操法与英国稍异，而专用
是炮者定臻精密”。瑐瑥综上所述，在洋务派大力师
法德国军事的年代，郑观应亦对德国的火器、军
事制度等给予了较为充分的关注。
四是对德国工商业的认知。作为一位实业家，

商业始终是郑观应关注的对象，在 《盛世危言》
中，德国的商业状况同样受到了郑观应的关注。

他介绍了德国的保险法，“德国则有专保百工之险
者。保险之法：凡七日抽工银数厘，厂主各助数
厘，国家贴官帑若干，积成巨款。如遇百工或老、
或弱、或疾病、或受伤，即将保险之资拨赔养赡。
在工人以平日之浪费略加撙节，幸而此身无恙，
即可周济同人；不幸自罹灾厄，则一身既言残喘，
妻孥亦免饥寒。利己利人莫善于此。而水火、盗
贼诸险，可由此而推矣”。瑐瑦郑观应介绍了德国的
商会制度，并要求清政府学习这种制度。“昔年德
国商人虽贸易有方，亦迫于关税烦苛，更迫于匪
人劫掠。谋什一者无所得利，反多折耗，因而通
国商人聚议立约，歃血会盟：每埠必有商会，彼
此声气相联，互相保护，名曰保护会，亦名商会。
如有爵员及官兵、盗贼恃强以害商者，会中人必
协力御侮，不受欺凌；或有劫掠等事，椷知四处，
严搜密访，务使救获；倘国家有害商虐政，亦准
其具禀，申诉裁革。此会一兴，商务大振，于是
荷兰、瑞典、瑙威等国首效之，而英、法、西等
国朝廷知其法善，亦准商人在本国设立公会，自
为保护，以免他虞。今朝廷欲振兴商务，各督、
抚大臣果能上体宸衷，下体商情，莫若奏请朝廷
增设商部，以熟识商务，曾环游地球，兼通中、
西言语文字之大臣总司其事，并准各直省创设商
务总局。……”瑐瑧对于德国的商学，郑观应也作了
一番介绍，“德于数十年前师法英人，设商学以教
贸易，并立博物院罗致各国货物，以藉资效法而
广见闻，故商学堂中人才蔚起，而德之商务大
兴”。瑐瑨进而，郑氏认为中国应该在商务局中兼设
商学。总而言之，郑观应对德国的工商业有着一
定程度的关注，并要求中国以德为师，学习德国
的保险、商会等工商业政策。
五是对德国文教事业的认知。学校，是培养

人才的重地，是国富民强之本，这是诸多先进知
识分子的共识，郑观应亦不例外，但尤其值得一
提的是，郑氏对德国的学制情有独钟，他在 《学
校》一文中，详细介绍了德国的学制。认为今泰
西各国犹有古风，其学校规制大略相同，而德国
尤为明备。郑氏对德国学制的介绍，大略有如下
内容：一是民众接受教育的广泛性。无论贵贱男
女，自五岁后皆须入学，不入学者罪其父母。即
下至聋、瞽、喑、哑残疾之人，也要学习一门技
艺。二是学费的问题。德国的学费较为低廉，且
贫困者可免出部分学费。三是课程内容。院中生
徒分数班，班有专师，教授各种不同课程。四是
升学制度。根据成绩的不同，升入不同的学院。瑐瑩

在该文的附录中，有 《德国学校规制》一文，对
德国的学制介绍得更为详尽。当然，郑观应详细
介绍德国学制的最终目的还是要求中国师法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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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中国既设同文、方言各馆，水师，武备各堂，
历有年所，而诸学尚未深通，制造率仗西匠，未
闻有别出心裁创一奇器者，技艺未专，而授受之
道未得也。诚能将西国有用之书，条分缕晰，译
出华文，颁行天下各书院，俾人人得而学之。以
中国幅员之广，人材之众，竭其聪明才智，何难
驾西人而上之哉”！瑑瑠应该说，郑观应对德国的文
教事业之关注程度是比较高的，他对德国学制之
优点的阐述也不无道理。
综上所述，在２０世纪８０、９０年代，郑观应

对德国的认知较为全面，在 “以德为师”的观念
指导下，他较为详细地介绍了德国的政治、军事、
商业、文教等多方面内容，并呼吁中国学习德国
的优点，从而达到国富民强的终极目标。应该说，
郑观应的德国观在当时是十分先进的，因为从当
时的历史背景看，清统治阶级还沉浸在洋务运动
的潮流中，他们只看到了 “器”的层面，故而大
力学习、购买德国的军备，而对德国的其他层面，
则显得关注不够。在这样的情况下，郑观应高瞻
远瞩，介绍了德国方方面面的优点并要求中国向
德国学习，这是当时的统治阶级以及一般的国人
所没有达到的思想境界，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三、进步与落后并存———世纪之交郑观应的德国观

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的中国真可谓风云突变，
洋务运动、同治中兴未能挽救腐朽没落的清王朝，
随着甲午战争的失败，德国强占胶州湾，掀起了
瓜分中国的狂潮。然而，值此危急存亡之秋，不
甘做亡国奴的中华儿女们站起来了，在孙中山等
先驱的奔走呼号下，代表着新世纪进步力量的革
命派逐渐崛起并最终推翻了清王朝。那么，在这
样一个风云突变的年代，作为晚晴时期的维新知
识分子，郑观应的德国观又是怎样的呢。
首先是郑观应对德占胶州的看法。自普法战

争以来，由于德国实力所限，并未觊觎远东，故
而一直与中国保持着友好关系，但自德皇威廉二
世执政以来，却一改之前温和的对华政策，急切
地想要在中国抢占一个海军基地，在这种侵略政
策的指导下，德国于１８９７年强行占据了中国胶州
湾。从此以后，中国人对德国的印象急转直下，
清政府虽然在对德外交中一味妥协，但其愤怒之
情却是实实在在的，就连恭亲王也明确表示德国
的行动是对中国的侮辱。瑑瑡 在广大知识分子的眼
里，对于德国的侵略行径更是怒不可遏，翻阅当
时颇具影响力的 《国闻报》或 《申报》，不难发
现，知识分子对德国的声讨之音不绝于耳。作为
一名关心时事的知识分子，郑观应对于德占胶州
这样的大事，自然会予以关注。从相关史料来看，

郑氏对这一事件的认识是比较到位的。首先，郑
观应同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有着一颗强烈的爱
国心。他对德国的行为感到愤慨，认为既是传教
劝人为善，如被百姓谋害，例不过抚恤，何以不
候究办，遽然占据胶州，且勒索多端，这是一种
欺人太甚的行为。瑑瑢另外，更重要的是，郑观应不
是一味地声讨指责，他有着较一般知识分子更加
理性的思考，他准确地洞察到了在德占胶州之后，
列强会援 “利益均沾”的条款而争相效尤。“德既
无理，而我复退让，列强又将援 ‘利益均沾’之
例，群起而谋我”。他还看到，值此危机存亡之
际，变法图强已经势不容缓，指出清政府应该变
法自强，而不可因循贻坐误之机。瑑瑣应该说，在德
占胶州后，郑观应目击时艰论时局，既有一颗热
忱的爱国之心，又有冷静而深邃的思考，这是相
当难能可贵的。但同时必须指出，郑氏不是一个
彻底的革命者，他对于世界大势的认识终究存在
着某些时代赋予他的局限性，就算是在德占胶州
之后，他仍然幻想着靠所谓的公法来为中国争取
权益，他提出要派专使把德国的无理之处布告各
国，使天下人皆知公是公非，德国理屈，无能掩
饰，必不敢如此欺人太甚；如不派公使，而各国
君主亦无由断其曲直，倘皆置之不理，又何必派
公使驻京都往来聘问乎？瑑瑤从这里可以看出，郑观
应终究还是没能看清帝国主义的本质，原因是他
作为一名近代中国 “半新半旧”的知识分子，他
的思想很难完全脱离封建因素的羁绊，他所说的
道德、公理、是非曲直等等，都是按照中国的道
德标准来衡量的，但在帝国主义盛行的时代，强
权即公理，所谓的 “中国式”道德是不存在的，
而郑观应心中所恪守的 “违理”或 “不违理”对
于帝国主义而言并没有任何约束作用。综上所述，
对于德占胶州这一历史事件，郑观应的认知水平
在当时算是比较高的，但其局限性也不可避免的
得到了体现。
其次是对德国式立宪政体的热衷。当历史的

车轮前进到２０世纪时，君主立宪政体似乎显得有
些不合时宜了，因为极端腐朽的清政府根本无法
像英国那样实行立宪政体，这一点已经被事实无
数次的证明。正是在２０世纪初，代表着民主共和
的革命派与代表着君主立宪的保皇派展开了激烈

的思想论战，最终，象征着进步的革命派取得了
胜利。在这样的背景下，郑观应依旧坚持着他所
热衷的德国式君主立宪，并要求将之用于中国。
“查泰西各邦立国规模，以议院为最良，美国则民
权过重，法国则叫嚣之气过重，其斟酌尽量适中
者，惟英、德两国之制颇称尽善”。瑑瑥 “德意志前
皇威廉以艰苦卓绝之行，建联邦集合之举，又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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贤臣俾斯麦以为佐之，用能一战胜法，强莫与争。
此君主立宪效果之明验者也”。瑑瑦而对于民主共和，
郑观应持否定态度，认为 “惟未经君主立宪之阶
段，而遽希望民主，识着有嫌其太骤耳”。瑑瑧他还
认为俾士麦宁牺牲人民而偏重国家是一种正确的

举措。瑑瑨如果说１９世纪８０年代郑观应对德国政治
体制的赞美是具有进步性的，那么同样是对德国
政治体制的赞美，到了２０世纪初年，便不再具有
进步性了。因为１９世纪８０年代的中国，洋务派
与顽固派的竞争如火如荼地进行，在那个年代，
几乎没有人敢提出变革中国的政治体制，而郑观
应高瞻远瞩，看到了德国立宪政体的优势并要求
中国实行它，这是进步的。但在２０世纪初年，清
王朝的腐朽没落已经彰显无疑，这样的王朝根本
就不可能完成君主立宪，这是被事实所证明的，
然而郑观应仍旧把德国政体看作是最适合中国效

仿的，并千方百计排斥民主革命，这不能不说是
一种落后的认知。当然，我们不能全然用现代人
的眼光去苛求古人，作为一个出生于晚清的半新
半旧的知识分子，他不可能完全摆脱清王朝这个
伴随了他一生的朝廷，这是极其正常的现象。其
实，不唯郑观应如此，就连毅然擎起维新变法大
旗的时代俊杰康有为、梁启超也同样如此。
再次是对德国文教、实业的认知。虽说郑观

应对德国政治体制的认知已经显得不合时宜，但
他对德国文教、实业的认知依旧是具有进步意义
的。早在上个世纪，郑观应就盛赞德国的教育之
善，如今，郑氏依旧不改初衷，他认为世界各国
学校之最善者莫如德、日。瑑瑩他把学校教育看成是
商战的基础，只有学校教育办好了，才有商战的
资本，才能进而使国家富强，而德国正是成功的
例子。“德国不过合二十五小邦而成国，以能广设
学校之故速致富强。俾士麦曰 ‘德国富强，其人
才皆出于学校’”。瑒瑠郑观应认识到了德国在教育
领域的先进性，并要求中国学习德国，通过教育
来培养商业人才，进而达到强国的目的，这样的
看法是颇有可取之处的。另外，郑观应看到了德
国在发展实业方面独立自主的精神，认为德国对
于外国产品，无不认真研究，自行制造，故而总
能青出于蓝，价廉工巧；而中国总是聘用外国人，
结果金钱外溢，权亦外操。因此，中国当学习德
国，无庸借才外域，而要独立自主，才能达到富
强。瑒瑡不愧是一位老道的实业家，郑观应对德国的
优点分析得十分准确，其要求中国效法德国的建
议也颇为正确。

结论

本文通过对中国近代早期维新知识分子郑观

应之德国观的梳理，得出了如下结论：
第一，不可用 “进步”或 “落后”来对郑观

应的德国观盖棺定论。人类社会是一个不断变化
发展而非静止不动的过程，人物的思想也是随着
社会存在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这是马克思主义
唯物史观告诉我们的。因此，我们评价某个人物
的某种思想，切不可一概而论，而应该将其放在
历史的大背景下，去加以具体地考察。在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郑观应还只是一名初出茅庐的买办，此
时的他尚未形成系统的维新思想体系，而是仅仅
从商业的角度思考问题，因此他对普法战争的认
识，在一段时间中是十分浅显的。在２０世纪８０、
９０年代，当统治阶级沉浸在对德国军事的膜拜之
下，一叶障目而不见泰山之时，作为一名成熟的
维新知识分子，郑观应超出了统治阶级以及当时
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认知水平，全面介绍了德国
的方方面面并要求中国向德国学习。可以说，这
个阶段郑观应对德国的认知水平很高，具有很强
的进步性。而当历史的车轮前进到２０世纪初那个
革命运动风起云涌的年代，郑观应对德国政制的
由衷赞美便成为了一种不合时宜的、落后的认知，
当然，他对德国文教及实业的认知依旧是那么深
邃而具有启发性。
第二，郑观应对德国的认知达到了１９世纪

８０、９０年代中国人对德认知的较高水平。虽说对
郑观应的德国观不可一概而论，但值得强调的是，
在１９世纪８０、９０年代这个时间段，他的德国观
无疑代表了中国人对德认知的较高水平。在这个
时期，张德彝的大作 《五述奇》自然是当时介绍
德国最为全面的著作，这一点毋庸置疑，但身在
国内，以经营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为主业的郑观
应能够如此全面地洞察到德国方方面面的优点并

要求中国向德国学习，实属难能可贵。这一点，
不惟李鸿章等封疆大吏做不到，就连有幸亲临德
国的外交使臣们，诸如刘锡鸿、李凤苞等人也没
有做到。故而，郑观应在１９世纪８０、９０年代的
对德认知达到了较高水平，这一点应当是不为
过的。
中国人的德国观，是一个较为新颖的课题，

它以思想史的角度切入来研究外交史方面的问题。
作为当今世界上的两个强国，中国同德国之间的
关系不容忽视，研究中国人对德国的看法，有助
于我们理清历史，认识当下。然而，对于这个课
题的研究还仅仅是开始，这篇小文权且当作抛砖
引玉，若能有更多的学者关注到这个领域，有心
从事这方面的研究，笔者便甚感欣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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